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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郭大力（四）

《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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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各种版本（部分）

□郭宝璘王希和

年春，郭大力开始了

1940《剩余价值学说史》
的翻译工作。

《剩余价值学说史》实际上是
《资本论》的第四卷。它是由马克思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历

史部分编辑而成的。我们知道，马克
思在1857—1858年写完—部经济学
手稿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政治经
济学批判》以后，从1861年到1863
年，又撰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经济学

手稿。这个手稿的一部分，后来由马
克思重新做了修改和补充，成为《资
本论》第1—3卷的内容；这部手稿
中有关历史批判部分，也是当时马克

思较早写成并整理得最细致的部分，
构成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把《资本论》
前三卷称为理论部分，而把历史部分

称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本来
准备在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
卷后，立即着手整理这部分手稿。但
由于恩格斯年事已高且重病在身，就
把这件工作委托给了考茨基。恩格斯
逝世后，考茨基在整理、编辑马克思
的这部分手稿时，没有作为《资本
论》第四卷，而是作为一部与《资本
论》相独立的著作，以《剩余价值学
说史》的书名出版了。

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
价值学说史》，共120多万字，包括
三大册，与前三卷的篇幅所差无几。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围
绕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核心问题，不仅
对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各个主要流派的理论进

行了系统的、历史的阐述和批判，而
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许多重要

问题有着详尽的论述，是《资本论》
前三卷的重要补充，是它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因此，郭大力认为，只有
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全部译成中
文，才真正称得上把《资本论》完整
地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实际上，他在
为自己确定的奋斗目标中，早就把全
文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列人自己

的计划，并且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
易里、黄洛峰等洽谈过此事。但是，
他一直腾不出手，只是在《资本论》
三卷出版并审校一遍之后，才有可能
开始这项工作。由于王亚南另有研究

计划，所以，翻译《剩余价值学说
史》的重担，就全部落在郭大力一人
的肩上。

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
史》是以考茨基编的、1923年柏林

狄茨出版社出版的第五版为依据的。
这时的郭大力，与10年前相比，不
仅对马克思理论有了较深的造诣，对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学
说已经相当熟悉，而且在翻译上也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比之下，《剩余
价值学说史》的翻译还是比较顺手
的。但是，在这段过程中，郭大力遇
到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首先是政治上不安定。在国民
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进行任何一种
进步活动都要受到迫害，从事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翻译马克思的
著作，更是非法的。这就注定了郭
大力在政治生活上处于不安定的状
态之中。1940年秋，郭大力应广东
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的聘请，前往

该院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同时
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当时，
在林砺儒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广东
文理学院具有一定的进步自由的风
气，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抗

日救亡的主张，讲授革命理论。然
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积极反
共、消极抗日、特别是1941年1月
“皖南事变”后实行高压政策，国
民党特务对于学院这种进步自由的
学风恨之入骨，使出各种卑劣的手
段，大打出手，疯狂迫害共产党人
和进步师生。在这种形势下，郭大
力不得不与林砺儒等于1941年5月
该学期尚未结束时提出辞职，被迫
离开学校。从广东到赣南的归途
中，不幸又遭到一伙据说与国民党
特务相勾结的匪徒的抢掠，所带衣
物洗劫一空。为了能在一个比较安
静的环境里坚持《剩余价值学说
史》的翻译工作，郭大力带领全家
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潭口乡田心里村

一个离赣州市40里地的偏僻村
庄—一定居。为时不久，疯狂至极
的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
赣南，四处骚扰，杀人放火。在那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郭大力不得不

怀抱译稿，四处躲藏。后来，为了
避免遗失，又把译稿用油布包好，
埋在菜园里的树底下。抗日胜利
后，郭大力在厦门大学教书时，又
不时有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使人
惶惶不可终日。

其次是生活贫困。从19４０年夏
到1947年春，将近6年的时间，郭
大力回绝一切高薪聘请，一直和家
人住在远离城镇的穷乡僻壤。没有
任何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全家生
活靠着读书生活出版社偶尔寄来的
版税和他间或发表的小文章的稿费
来维持。尽管农村生活费用很低，
自己又在房前的小园子里种点菜
蔬，勉强可以维持最低的基本生
活。但家里经常窘困到连买油盐柴
米的钱都没有，吃肉更是数月难得
一次。生活的清贫，可见一斑。

再次是工作条件恶劣。住在乡
下，收人少且不固定，维持最低的生
活有时都成问题，工作条件自然也极

差。全家4口人吃饭、睡觉的小层，
同时就是郭大力的工作室。在那光线
不足的小房间里，他忍受着苍蝇、蚊
子、臭虫、跳蚤的袭击，守着一盏昏
暗的小桐油灯，一直工作到深夜。天

天如此，从不中断。工作环境的恶
劣，清贫惯了的郭大力尚能忍受，最
使他感到苦恼的是，翻译中遇到问题
无人切磋，没有必要的参考书籍和资
料，甚至连一本较好的德文辞典也没
有。真是困难重重。

但是，因难并没有使郭大力动
摇、退缩。他执着的循着自己选定的
目标前进，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
顽强精神，埋头苦干，坚持《剩余价
值学说史》的翻译工作。1943年11
月，郭大力终于将马克思这部120余
万字的巨著译完，后来又用数年时间
对译文做了反复的修改、校订。由于

时局混乱，一时无法出版。
1947年底，读书生活出版社决

定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听到这
个消息，郭大力欣喜万分。他在
1948年春给郑易里的信中写道：
“接到（黄）洛峰兄的信，知道出版

社决定将《剩余价值学说史》付印，

这自然使我十分高兴。这不但实现了
诸兄的志愿，亦算实现了我的志愿。
此书翻译，始于1940年春，完于日
本投降的一年。在翻译的过程中，我
饱尝了种种辛苦。尤其是快要完成的
一年。那时，日本兵来扰我的故乡，
我所受的苦尤大。”后来，郭大力又
写道：“《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
译，是开始于1940年春。但在译稿
的最后一页，我能写着这样的字句:

1943年11月17日译完初稿。’
从那时起，我不断为原稿的校订而努
力。现在，这个努力的成果，总算可
以拿来公诸于世了。在这里，如果我
一味说这个工作曾经是如何艰苦，那
是近于夸大的。当然，那对于我是艰
苦的。原著篇幅浩瀚，它的理解一部
分是困难的。我总是恐惧着，这样一

个译本不免要把原著玷辱了。
为了使《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排

印、出版更为顺利，郭大力又对译文
做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并全部誉写一

清（原来的译稿是在农村用土纸写
的）。他还对全书的排版格式、装帧
式样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
《剩余价值学说史》是在国统区

上海秘密排印的。据具体负责该书编
辑、出版工作的范用回忆，当时，郭
大力由福建厦门分批寄来《剩余价值
学说史》译稿，100多万字，不到一

年就全部由一个仅有几名排字工人的
小排字房排好，打成纸型，又向印刷
厂借了300多令报纸印成书，全部装
箱存入银行仓库，准备上海一解放就
可以取出发行。1949年5月，三卷
四册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文全译
本，在上海解放前夕，由读书生活出
版社以实践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出版。
一个月后，又由三联书店再次出版。
后来，这个版本多次重印。

从1928年到1949年，郭大力
前后一共用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
实现了自己的宏愿，把字数多达300
余万字的三卷《资本论》和三卷
《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成中
文，使马克思的这部巨著完整地展
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书苑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一本新书的社会主义新论

陈铁健

一、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备受
关注的理论难题，关于社会主义的
最一般的本质特征，本书提出了新

的观点
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也是世

界关注的理论难题。什么是社会主
义？众多的理论家们已经给出了至
少几十种社会主义定义。新近出版
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
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
研究》一书对社会主义的最一般的
本质特征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回答。
作者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提
出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大家
好”，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普遍
幸福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
最一般的价值取向，就是公民的普
遍幸福。”按照这个普遍原则，才
能合乎逻辑地阐明为什么普遍的效
率、公平、富裕、自由、民主、人
权、博爱、福利、正义等等都是社
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譬
如，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只能是
普遍富裕的而非普遍贫困的经济，
为此，它必须同时具备效率和公平
这两个基本特征。又如，普遍幸福
主义的政治，只能是公共权力的公
有化，而绝不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
或利益集团私有化。本书指出：
“人民民主权力的核心是选举和撤
消国家干部”。“干部制度的根本
原则就应当是主人管公仆，人民管
干部，而不应当是公仆管公仆、干
部管干部”。“党管干部’自然
就应当被理解和界定为党领导、支
持、帮助、保障人民管干部，而不
应当只有党有权管干部，而人民却
无权管干部”（该书第24页）再
如，作为人类天赋要求的自由，它
与富裕一样，也是人生幸福的一个

基本来源。恩格斯说：“人生来就
有的自由要求”（《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9卷1961年版，第18

新民主主义
与新社会主义

王占阳/著

一种新社会主义的
理论研究和
历史研究

页）得到满足，人就会产生幸福
感。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就
是要实现有规则的普遍自由；没有
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
义的民主化。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
深厚人性基础的社会政治系统。人
的善良本性的实质在于希望他人获
得幸福，并以自己的行动为他人谋
幸福，是对所有人的善良（只要他
不是害群之马）。社会主义就是人
类良心博爱之所在，社会主义者就
是真正的好人。社会主义深藏于人
的良心中，因而人人都是潜在的社

会主义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总之，社
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抓住这
两条，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就能
彻底摒除一切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的刻板观念，就能看到社会主义在
世界范围的普遍存在和长期发展，
就能重建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
念，就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中国社会
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本书从“普遍幸福”这个
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出发，明确提
出重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十六大报告最后一句话讲“共
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
来”，无疑是把握住了“普遍幸
福”这个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李
书作者从这一最高价值出发，明确
提出重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凡属结构性质（组织、制度、体
制、规范等）的东西，只有它具有
普遍幸福主义的功能的时候，才是
社会主义的。经过实践的检验，一
切不利于普遍增进人民幸福的，都
是不具备普遍幸福主义功能的，因
而也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盲目地崇
拜结构、坚守结构，忽视社会功
能，必然导致空想社会主义。在当
今世界，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已经
成为全球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主要
潮流。在中国，以实事求是为灵
魂，包括“猫论”、“三个有利
于”等在内的邓小平理论，就是一
种典型的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科
学的实质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
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
理论有很大不同，但因它也是实事

求是的普遍幸福主义的学说，所以
它当然也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学

说。
作者认为时代性质不同，社

会主义就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中，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生

命力，曾经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大
问题。资本主义仍将具有长期的
发展余地，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邓小
平以深远的历史眼光估量到：巩
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
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
奋斗。“几十代”究竟有多久？
孔子家族已传至七十余代，历经
2500余年。邓小平已经对于过低
估计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问题，给
予了彻底的解决。从世界历史的

长河看，区别于旧资本主义的现
代责本主义，还将拥有其历史的
活力。当今的时代不仅是资本主

义继续向上发展的历史时代，而
且同时也是新社会主义向上发展
的历史时代，而在总体上，则就
是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矛
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共同
发展的现代文明时代。在这一历
史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行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作
为资本主义的完全替代物的社会
主义，而只能实行、也应当实行
作为资本主义的部分替作物的新
社会主义。发达国家的特征之一
也正是拥有新社会主义的因素。
在这一历史时代，“教条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即假马克思主义
已经失效了，而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则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三、本书还探讨了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备自适用范围和合理界

线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发展

战略问题。在这方面，时至今日，
某些理论家和实行者那里，思想仍
然处于混乱状态。中国社会发展需

要明晰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
论界现在最需要的，实际是要重新
认识和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与时
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将教条主义
的、古代注经式的、以理论文本为
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变

为面向实际的、活生生的、以经验
事实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
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显

然也应当以此为重点。请记住思格
斯的话吧：

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
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
意义，那是多么可笑…（《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
社1995年版，第456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所研究员；《新民主主义与新社
会主义》王占阳著，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邓伟志
《和谐社会
笔记》出版
和谐社会

笔
记

那伟系

在
日.前举行的上海市政协常委

会上，市委副书记刘云耕称
赞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撰写

的《和谐社会十二条》。
邓伟志长期致力于社会改革和社

会发展的研究。早在1991年就在《社
会科学（上海）》上提出了“社会平
衡”论，他说“社会平衡是一门大学
问”，要“把握社会平衡的适度”。
1995年又在《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文，表示
了对“社会发展滞后”的焦虑。可
是，十年来经济这条腿越来越长，社
会这条腿越来越短。于是，邓伟志教
授又做了更细致深入的研究，撰写了
三十余篇文章。

《和谐社会十二条》是邓伟志
《和谐社会笔记》一书的浓缩。《和
谐社会笔记》近日由上海三联书店出
版。这是上海第一本有关和谐社会的
书籍。邓伟志1月3日发表在中央党
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的《论“和
谐社会”》一文，已为《新华文摘》
第6期转载。

(朱慧君)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思想与历史的智慧：
深刻认识党的思想
理论建设的内涵
——刘少奇的党建思想(二)

□侯且岸

我
们说，党的建设的关键是思想理论建

设，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但需
要进一步解析的问题在于：对思想理

论本身及其作用（吸纳外来的思想理论）应当
有怎样的认知？如何才能解决好“知行”关系

问题？
我一直认为，我们所熟识的理论联系实际

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对这个
问题的深人探究，需要紧紧围绕着中国历史文

化的特定背景，需要借助于中国的思想资源。
我想到，孙中山就尤其重视认识论在党（国民
党）的思想建设（心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将“知行”问题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他曾经

从反思的角度告诫国民党员：辛亥革命以后多
年的事实与其初衷完全相悖，“本可从此继
进”，但其主张却难“有效而见之实行”。那

么，其原因何在呢？孙中山认为：“吾党之
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
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
关平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

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

惟艰’（引者注：此说出自《尚书》）之说
也”。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集中分
析和批判了所谓的“知易行难”之说，鲜明

地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反题，从而引发了多

年的争论。
我认为，从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着眼，

其最深刻的内涵就是如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刘少奇一直十分关注着这一具有知行
意义的“难题”。在他看来，困难主要来自两

个方面，一个是“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不够”
另一个就是党内有“假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对于后者，刘少奇评论道，“对于这种假马克
思列宁主义者、假布尔什维克，是不能仅仅从

他们的词句，从他们表现的形式去识别的。他
们可以在言语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有更多马列
主义，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现的比什么人都更革

命，然而他们最怕实践的考验，最怕用批评的
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清算党内的孟
什维主义》，《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因此，他要
求全党，“在整风的基础上，进而总结我们二
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思想体系上彻底
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把我们党的布尔

什维克化提高到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在党
的建设上今天的中心任务。”（同上，第376
页）

在研究中，我发现：刘少奇在分析问题和

阐述理论见解时，非常看中的就是联系历史，
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历史中展开思想，从历
史中总结教训，将历史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
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
认知方法之一。在《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中

国共产党》一文中，刘少奇借着分析“党的理

论准备不足”问题，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是欧洲人，讲的是欧洲话，用欧洲
文字写书，讲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
也讲到中国的事情，但讲得很少，所以现在把
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不是翻译一下就可以

解决问题，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
变成中国字，而且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
命，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
能取得成功。”令天看来，刘少奇的这段话是

何等明智、绝妙！他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
命题（按时下普遍的说法是“提法”），而是
一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理路（包括方

法），一条赋予历史智慧的认知理路。
1948年7月，刘少奇同当时马列学院的学

员深谈理论学习的方法和要求，他特别告诉学
员：“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

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
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而当有人对要
求学西方史提出疑问时，他明确地回答：“不
学不行。因为学习西方历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
义”（《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536页）。
行文至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现时中已

成定型范式的党的建设及其理论研究。如果

说这种研究迫切需要注入理性成分的话，那
么最应优先考虑的就是中国历史、中国共产
党历史，要努力使已经被“习惯性”分离的
“党史和党建”能够重新整合起来。顺便说
一下，我在给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界定其研
究对象时就试图全力突出这种整合。对于研
究对象，我是这样表述的：“在中国近现代
社会发展，文化赠变的特殊条件下，中国共
产党产生、发展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它领导
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

程”。应当说，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对
象的界定上，特别强调党自身发展和建设的
历史过程，得益于刘少奇的启示，也直接针
对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